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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为巴勒斯坦农业和工业带来了

诸多负面影响，并使巴勒斯坦经济具有较强的依附性，突出表现为劳务输出和进出口贸易对以色列的

依赖。以色列的占领严重地影响了巴经济的发展，并造成了巴勒斯坦在巴以和谈中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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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战争前，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别由约旦和埃及管理，西岸和加沙

地带虽未得到足够重视，但其经济仍有缓慢增长。“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从约埃两国手中夺得了

该地区的控制权，巴领土完全被以色列占领。以色列不仅切断了西岸和加沙地带同约旦和埃及等

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而且完全控制了巴经济，对其造成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一、巴勒斯坦农业发展中的以色列因素 
 

“六日”战争前，巴勒斯坦的农业生产长期居国民经济之首。而以色列在占领后所施行的诸

多政策对巴农业生产影响巨大，主要表现为： 

1、强占土地。以色列人将巴勒斯坦视为其“应许”之地，对其领土拥有“主权”。因此，占

领后不久，以色列当局便开始凭借武力侵占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大量土地，为犹太移民

建立定居点。1967 年 6 月至 1984 年 5 月间，以色列在西岸共建立了 156 个定居点，而仅加沙地

带 18 个定居点的占地面积就达 22,250 杜纳姆。
[1]82

定居点不仅包括住房，占领当局还强占了巴勒

斯坦人的许多耕地，提供给农业定居者。此外，为犹太定居者修建道路、供水网及电讯网等基础

设施与生活用品基地的行动也毁坏了不少良田。
 

对于地处中东、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巴勒斯坦来说，土地的意义非同寻常，况且经历几次中

东战争后，巴勒斯坦在绿线以内的土地，仅占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的 22%，已为数不多。尽

管巴农业生产引进了新技术，初步实现了机械化，并使用杀虫剂、灌溉系统和肥料，但单位产量

并无较大增长，农业发展仍主要取决于土地的数量。据统计，1968 年至 1985 年间，加沙地带的

耕地面积从 198,000 杜纳姆减至 100,000 杜纳姆，减幅近 50%。[1]62
因此，以色列占领当局强占土

地的行为致使巴农业用地急剧减少，对其农业构成致命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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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水源。控制西岸和加沙地带后，以色列占领当局将水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权牢牢控制在

手中，严格限制巴勒斯坦人挖掘水井的数量和深度，而且规定在开掘新井之前必须向占领当局提

交申请，而其申请几乎从来不被批准，已有的水井也大多被以色列人控制。巴勒斯坦农民的用水

量也受到严格限制，很难满足农业生产之所需。在加沙地带，以占领当局根据土质制定了用水标

准，土质坚硬地区的最高用水量为每年 800 立方米，沙地则为每年 1,000 立方米。
[1]69

占领当局还

对巴人农业用水征收高价。在约旦河西岸，巴农业用水的价格为每立方米 0.5 美元，而以色列人

为 0.48 美元，并且享有较大数额的补贴。即使巴人可以自由地用水，高昂的水价也导致其农业生

产成本提高，农产品失去竞争力。 

此外，由于中央政府的缺失及占领当局的忽视，农业灌溉系统的修缮及扩建无人问津，巴农

业的灌溉程度仍旧偏低，农民无法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生产模式，难有发展。 

3、宵禁、封锁和戒严。时常恶化的巴以局势以及频频高涨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常为以色

列占领当局采取严厉措施提供了借口。占领当局频繁地颁布宵禁、封锁和戒严令，企图通过限制

巴人的行动自由抑制巴人民的抵抗运动，这也使巴农民深受其害。 

由于巴勒斯坦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基本上完全依靠农民的体力劳动。而农业生产需要农

民经常锄草、施肥、杀虫、按时播种并及时收割。以色列占领当局的禁令无视巴农民的切身利益，

禁止他们到田间收割庄稼和灌溉在太阳暴晒下即将枯死的幼苗。许多农民因此而损失了部分甚至

全部收成。在杰宁和图勒凯尔姆，长期的封锁不仅毁坏了庄稼，还使牲畜死在地里。
[2]203

个别地

区农作物减产，甚至出现颗粒无收的情况，直接影响了来年的播种，牲畜的死亡也使农民生产能

力降低。这是对巴农业最直接而沉重的打击。在此情况下，农业生产维持原有水平尚且困难，发

展更是一种奢望。 

4、农业的“殖民地化”。作为占领者，以色列当局还不遗余力地对巴农业推行“殖民地化”。

一方面，为减少巴农产品对以色列国内农产品所造成的竞争压力，保护本国农业，以色列严格限

制巴方具有优势的农产品向其国内出口。占领当局向加沙地带的柑桔生产业征收土地税、增值税

及出口税等多种赋税，此举增加了巴人生产柑橘的成本、降低了其竞争力。另一方面，以色列却

鼓励巴方谷物、棉花、甘蔗、甜菜和烟草等产品向以国内出口。原因在于，这些产品非但不会对

以农产品构成威胁，反倒可以弥补其国内市场之不足。巴成为以色列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及供应地，

逐渐趋向“殖民地化”。 

巴勒斯坦市场被迫向以色列完全开放后，巴农产品因竞争力低下而受到以农产品的强烈冲击，

农产品所占的国内市场份额逐渐减少；随着赴以劳工潮的出现，许多巴农民受高工资的吸引而赴

以打工，将农活留给了妻儿，导致劳动力不足，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 

以色列的占领对巴农业造成了上述诸多不利影响，巴农业生产严重受阻，增长速度缓慢，农

业产值在 GDP 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西岸从 1972 年的 36%下降到 1993 年的 15%，加沙地带也由

1968 年的 28.4%下降至 1994 年的 12.6%。[3]161
巴农业仅能维持低水平增长，毫无发展可言，农业现

代化更是遥不可及。 

 

二、巴勒斯坦工业发展中的以色列因素 
 

被占领前，巴勒斯坦工业的发展水平较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而被占领后其处境

更为艰难，主要表现为： 

1、以色列占领当局政策的影响。占领当局出于维护本国工业、抑制巴勒斯坦工业发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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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对其严加限制，具体政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在被占领土，巴人开办企业必须得到占领当局签发的许可证。而

它在签发许可证时所遵循的原则是：新企业的建立不能影响以色列同类企业的生产，即将投放市

场的产品不能侵占以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不能对后者构成威胁。否则，将给予严格限制。
[3]162

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对可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与水泥业大加限制。相反，对纺织、服装和

皮革等行业，占领当局则放宽限制。 

第二，金融控制。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后，以色列关闭了阿拉伯银行，控制了巴勒斯坦的货

币与金融业。直至 1981 年，巴勒斯坦银行才获准在加沙地带重新开业，但占领当局禁止其从事外

汇业务。80 年代末，以色列放宽了货币政策，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可以使用约旦第纳尔和以色列谢

克尔两种货币，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却无此优待。时常紧张的巴以局势使占领当局为切断巴解

等抵抗组织的经济命脉而采取了更为严苛的货币政策——对巴勒斯坦人携带货币的数量作出严格

限制。若无许可令，巴人不得携带多于 1200 美元的货币。
[2]205

有些巴勒斯坦人甚至因违反此项规

定而被没收了钱款。以占领当局的金融政策为私人资金的流通设置了障碍，影响了正常的投资活

动。 

2、以色列企业的竞争。占领当局还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建立了 300~350 个工业中心。与巴勒

斯坦企业相比，以色列企业具有相当的优势：雄厚的技术力量。以色列靠科技立国，不但拥有较

高的生产技术，也拥有高素质的工人，再加上巴勒斯坦的廉价劳动力，可谓如虎添翼；以政府的

大量贷款为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此外，以占领当局在税收以及其他方面也

对其企业有较大的倾斜。
[1]72

因此，巴境内的以色列企业在与巴企业的竞争中大多处于绝对优势，

对巴工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巴方的工业品失去了一部分国内市场。而由于以色列的关税和出口限

制等种种障碍，巴工业品根本无法与以工业品争夺以国内市场。 

3、以色列占领对消费心理及个人投资的影响。处于以色列长期占领之下以及冲突不断的巴

勒斯坦，缺少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即便是被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解组织也主要

投身政治军事活动，无暇顾及经济问题。而巴解组织及法塔赫等派别的活动资金尚需依靠大量外

国援助，根本无力投资于工业生产。因此，个人投资对巴工业发展的作用愈显重要。然而，长期

的占领及频繁的暴力冲突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动荡的局势令投资都无利可图；更有甚者，巴

勒斯坦人随时都可能成为以色列枪炮下的冤魂。恐惧与失望促使巴人将资金用于消费，购买食物、

住房甚至汽车等消费品，很少有人投资于工业，资金不足直接影响了巴工业的发展。 

4、其他影响。政治局势的动荡、以色列工业的冲击以及地区市场的狭小影响了巴勒斯坦企

业的生产，多数企业开工严重不足。例如，1980 年在对加沙地区 94 个企业的调查中，22.4%的企

业表示它们只发挥了 50%以下的生产能力，40.4%企业的生产能力达到 50%，31.9%的企业达到 75%，
而只有 5.2%的企业能达到 90%以上。

[1]71 

巴勒斯坦工业因以色列占领而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仍处于停滞阶段：首先，工厂规模普遍

较小。据统计，1985 年，加沙地带 90.3%工厂的雇工人数未超过 7 人。很多企业的员工由家庭成

员组成，并未雇佣他人。工业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也十分有限。1985 年，加沙地带的工业部门只

雇佣了占总数 17.5%的劳动力；其次，许多企业仍然是手工作坊，机械化程度较低；再次，巴勒斯

坦工业仍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加工和皮革业等传统部门。1985 年，加沙地带共有 14 家卫生纸

加工厂，3 家饼干厂，2 家笔记本厂，5 家出口柑桔包装厂和 2 家软饮料厂。这些工厂均属劳动密

集型产业，利润率不高，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企业寥寥无几。同 1967 年相比，巴工业产业结构几乎

毫无变化；最后，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且增长缓慢。1966 年，工业占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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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 GDP 的 4.5%。而到 1984 年，工业也仅占加沙 GDP 的 11.6%。[1]70
当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

代时，巴勒斯坦与工业化相距甚远，工业仍面临巨大的外部挑战，前景堪忧。 

 

三、以色列因素对巴勒斯坦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 
 

以色列的占领对巴勒斯坦其他经济部门造成的不利影响也较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对服务业的影响。农业与工业的停滞甚至衰退使服务业等其他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

作用更为突出。据 1995 年统计，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农业产值仅占其 GNP 的 20%，工业产值

仅占 GNP 的 8%，而服务业（包括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等）在 GNP 中的比重则高达 40%。[4]23

但以色列的占领直接阻碍了巴服务业的发展。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动荡不定的局势令旅游者望

而却步，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占领使西岸旅游业严重受挫，原因在于西岸的旅游景点多数集中

在东耶路撒冷。“六日”战争后，赴西岸的旅游者多为欧美人和海外巴勒斯坦人，他们有限的需求

也往往倾向于以色列的优质服务。“六日”战争前夕，西岸拥有 70 家旅游企业(其中 60 家在耶路

撒冷)，55 家星级宾馆。战争后直到 1982 年，西岸（除东耶路撒冷）仅有 18 家旅馆。
[5]76

以色列

的“一体化”政策使被占领土的交通系统有所改善。1967~1982 年间，就业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

加。在此期间，商业就业人口也有所增加。但以色列的封锁政策为巴勒斯坦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

人为障碍。 

2、劳务输出对以色列的依赖。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之后，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开放了国内劳

动力市场。巴低廉的劳动力倍受以方青睐，以色列的高工资对迫于生存的巴人也具有极强的吸引

力，巴勒斯坦向以色列的劳务输出量迅速扩大。1993 年 3 月以全面封锁被占领土前，约有 11.6 万

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在巴方劳动力总数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以色列成为巴最大的劳务输

出对象。劳务输出解决了许多巴人的就业问题。而以色列的高工资也为巴人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

入。但这恰恰促成并加深了巴劳务输出对以色列的依赖。一部分巴劳动力的就业及收入必须依靠

以色列占领者。当巴以局势缓和以及以国内劳动力市场尚未饱和时，以方欣然接受巴劳工。一旦

双方局势出现恶化抑或以国内劳动力市场饱和时，巴劳工便无法进入以色列。大批劳务输出的中

断不仅影响了巴劳动力的就业，同时也对巴经济构成了冲击。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受石油危机

等因素的影响，以经济出现衰退，国内劳务市场减小，劳动力过剩，巴勒斯坦人成为首先被淘汰

的对象。以色列在占领期间频繁的宵禁、封锁和戒严也致使大量巴劳工无法进入以色列工作。第

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开始后，许多巴人主动或被迫放弃赴以打工。失去这笔可观的收入，巴人的

生活变得更为困难，经济因此受到影响。 
3、对外贸易对以色列的依赖。被占领后，巴勒斯坦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往来被以色列切断，

此后以色列对约旦的“桥梁开放”政策而使全面限制得以取消，但以色列凭借其经济优势及占领

者身份使巴勒斯坦依附于自己成为巴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巴以贸易中，巴勒斯坦处于极为不利

的劣势。以色列牢牢控制着巴进出口贸易，使约旦等阿拉伯国家望尘莫及。在巴以双边贸易中，

巴勒斯坦一直处于出超状态，贸易逆差巨大。由于基础薄弱，且局势动荡，巴农业和工业原本便

无法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加之以色列农产品和工业品具有的自身优势和享有的倾斜政策，以色

列产品迅速占领了巴广大的销售市场。巴以贸易的商品结构令巴工业遭受更大的挫折，部分农产

品和工业品的出口也只是对以依附的产物，无法扭转这一根本局面。1987 年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

地带的年出口额达 10 亿美元，西岸和加沙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以色列第二大出口市场。1992 年，

以色列控制了被占领土 85%以上的出口和 89%以上的进口。 [6]437 巴以贸易中形成了不平等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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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性”，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且形成对以色列的依附和依赖。 
 

1982 和 1984 年巴以贸易数据统计
①
 

从以色列进口 向以色列出口  

1982 1984 1982 1984 

总额（百万美元） 282.0 256.8 149.4 95.8 

占总出口额的比例（%） 90.8 91.9 78.6 83.4 

农产品（百万美元） 31.3 35.5 16.6 8.4 

占总出口额的比例（%） 10.1 12.7 8.7 7.3 

工业品（百万美元） 250.7 221.3 132.8 87.4 

占总出口额的比例（%） 80.8 79.2 69.9 76.1 

 

四、巴勒斯坦实现自治后对巴经济的深远影响 
 

1993 年巴以双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巴以和平进程全面启动，以色列逐渐从被占领土撤

军，巴勒斯坦人建立起了自治政府——民族权力机构。但以色列的影响与控制并未从此消失。1993
年后，以色列仍然通过支配土地、水资源、劳动力及资本等手段控制着巴经济。从 1993 年 9 月至

2000 年 9 月，以色列政府没收了阿拉伯人数万英亩的土地用于扩建犹太定居点和修建公路，其中

多数为农业用地。巴勒斯坦人的农业用地进一步减少。2005 年，巴可耕地面积为 16.6 万公顷，农

业总产值占 GDP 的 7%，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 20%左右。 

以色列的撤军使西岸和加沙几乎变成了互不联系、与世隔绝的飞地，原因在于以色列由占领

转变为频繁的封锁。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实行一般封锁、全面封锁和内部封锁三种封锁政策。一

般封锁限制了劳动力、货物和生产资料在西岸和加沙、以色列及其他地区之间的流动；全面封锁

则完全禁止任何活动；内部封锁限制了巴当地人在西岸的流动。封锁使得货物和商品在巴内部和

巴以之间的流动受阻，巴勒斯坦的商品贸易受到影响。人员流动受到限制后，当地和外国游客无

法自由出入，旅游业也遭遇困境、停滞不前。2006 年，巴自治区共有旅行社 74 家，餐馆 69 家，

旅馆 106 家，拥有客房 4,708 间，床位 10,063 张。人口流动性的降低直接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随

封锁程度不同而不断波动，西岸和加沙劳动力市场的封锁则使巴劳动力输出进一步被以方控制，

通往国际市场的机会也被以牢牢掌握。 

劳动力的缺失致使贸易及生产水平遭受重创。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91 年被占领土共

有 3688 家企业，其中雇工人数在 4 人以下的达 60%，而雇工超过 10 人的企业仅占 7.5%。而据巴

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统计，1997 年西岸和加沙雇工人数在 10 人以下的企业达总数的 97%，超过 10
人的仅有 3%。截至 1998 年上半年，巴各种工业企业共有 11,842 家，其中 85%的企业为 10 人左右

的小作坊，工厂规模仍未能有所扩大。2006 年，巴境内的工业企业仍集中在制革、印刷、建筑、

纺织、制衣和家具等传统行业。 
封锁导致巴经济局势恶化，巴勒斯坦人的贫困率升高。2000 年，占总人口 21%的巴人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六口家庭当年的日均消费额不足 2.1 美元。加沙的情况则更糟。许多儿童被迫参加

劳动以补贴家用，12~16 岁的童工人数增加，失学率也因此升高。1999 年，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

                                                        
①资料来源: Sara Roy,The Gaza Strip: “A Case of Economic De-Developmen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13, 
No.1,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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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74%的 18 岁以下儿童辍学，而 73%的儿童每周工作超过 35 个小时。
[7]11

经济局势的恶化致使

巴人用于生活的开支比重增大，教育和卫生开支比重减小。许多家庭因面临债务，被迫花掉积蓄

并且变卖财产以维持生活。贫困的增加表现为乞丐的激增，其中多为妇女和儿童，加沙的妇女和

儿童便常常成群结队地乞讨现金或食物。 

1998 年，每天约有 15 万巴勒斯坦人从西岸和加沙到以色列境内工作，他们的收入占巴自治

区全年 GDP 的 40~50%。根据巴以双方达成的协议，以色列代替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向在以境

内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税，此项税收每年逾数亿美元。而巴民族权力机构财政十分紧张，对这笔

税款的依赖程度较高，以色列常常以此为筹码来左右巴自治政府。如 2001 年 1 月的税款为 4,500
万美元，而以色列却拒绝向巴方交付其中的 3,000 万美元。巴方只得用 1,500 万美元支付 10 万政

府工作人员高达 5,500 万美元的工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既完全无法摆脱以色列

的影响与控制，更无力投资经济建设。 

2002 年 6 月，以色列以阻止恐怖袭击、维护安全为由，着手修建长约 600 多公里的“隔离墙”，
企图借此将恐怖分子抵御在以色列境外，但“隔离墙”将 7%或更多的巴领土划入以境内。而为修

建隔离墙，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的西北部摧毁了 140 栋房屋，此举影响了 87.5 万巴勒斯坦人的

生活，来自 400 个家庭的 2300 多人流离失所。巴人的关键水源均被以方占领，巴勒斯坦水资源的

缺口达 1,200 万立方米。隔离墙所衍生的检查站致使巴勒斯坦人口的流动性进一步减小,经济发展

受影响。2005 年，巴勒斯坦财政部便将隔离墙的修建看作造成巴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 2002 年的初步估算，2001 年巴勒斯坦的国民总收入为 41.77 亿美元，人均国民

总收入为 1,350 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增长率为-15.5%。2006 年巴勒斯坦的 GDP 为 43.94 亿美

元，增长率为-6.6%，人均 GDP 为 1112 美元。长期的占领致使巴勒斯坦经济依附于以色列经济，

西岸和加沙已在经济上同以色列紧紧相连，以方的军事撤出并不意味着对巴经济控制的消失。 

 
五、结语 

 

1967~1993 年间，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26 年的长期占领为巴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

影响。巴勒斯坦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经济部门均受到占领当局政策的极为不利的影响，巴经

济对以方具有严重的依附性，这成为被占领期间巴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1993 年后,以色列仍可

凭借武力对巴频繁地实施封锁，西岸和加沙便成为被孤立起来的飞地。农业、工业、商品贸易依

然受以色列不同程度的控制或影响，自治后的巴经济仍然无法摆脱以色列的不利影响。 

2003 年，巴国民生产总值曾略有增加，世界银行将其原因归结为“暴力程度的降低、宵禁的

减少、可预见封锁的增加以及巴勒斯坦商贸对受制约的西岸经济的适应”，[8]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

以色列宵禁和封锁等行为对巴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2006 年 1 月，哈马斯在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

获胜，其对以色列采取“三不”政策，巴方因此承受更为巨大的国家压力。国际社会不同程度地削

减了对巴方的经济援助，美国和欧盟终止了对巴方的直接援助，而且美国还冻结了巴方的银行账

户，致使阿盟的基金无法流入巴勒斯坦。以色列则拒绝向巴民族权力机构转交 5，500 万美元的代

扣税款。而这笔税款占巴方财政预算的 1/3，可支付 16 万公务员的工资。截至 2006 年 12 月，巴

方失业率从 2005 年的 23%升至 50%以上，2/3 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000 人因此被迫

离开巴勒斯坦。毋庸置疑，巴方的经济困境正是巴以之间紧密经济联系的例证，尽管这种联系表

现为巴方在对外贸易、劳务输出和代扣税款等方面对以色列的依赖以及以方对巴勒斯坦人的生产

资料及人身自由等不同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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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因素并非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已成为巴民族独立的巨大潜在障碍以

及影响巴以和平进程的隐性要素。1993 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740 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约为 1.36 万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则更高，而巴勒斯坦的国民总收入仅为 50 亿美元左右。根据

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巴勒斯坦（西岸和加沙地带）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而以色列则属高收入国

家。自 1993 年以来，巴以之间的经济差距有所增大，并造成了巴方在同以色列谈判中的经济劣势。

消除以色列占领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使巴勒斯坦摆脱对以色列的经济依赖，实现巴经济独立，

进而改变巴方在巴以经济力量对比中的劣势，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最终实现巴勒斯

坦人的彻底解放。埃克斯集团 2004 年 1 月所提出的“经济路线图”便是从经济层面推动巴以和平进

程的积极尝试。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几近完全的经济依赖对巴人施加了过多的压力并增加了他们的

民族不安全感，
[9]131

唯有改善巴人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感觉到以色列影响的消失和自身的独立，

才能令他们改变固有的思维方式、成为支持和平进程的坚定的温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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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sraeli Factor in Palestin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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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third Middle East War, Israeli occupation of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from 1967 
to 1994 had great negative impact on Palestinian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other aspects of economy. It 
also brought about the dependence of Palestinian economy on that of Israel. What was worse, the 
occupation not onl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Palestinian economy, but also caused Palestinian 
disadvantages economically i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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